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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及地理探测器考察了我国省域碳排放

时空分布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碳排放空间分异及空间相关特征显著，初期呈现“西低东高”“北高

南低”特征，而后高值区逐渐向东南及西北省份移动。(2)碳排放热点区主要聚集于华北、长三角、河南、山东等地，

冷点聚集程度逐年下降。(3)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及固定资产投资是碳排放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产业结构的解

释力度最小，且多数因子在与其他因子空间叠加后会产生非线性增强作用。(4)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

源强度、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的高值区，碳排放量均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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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及日益凸显的极端天气，正在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发展。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

的《全球变暖 1.5℃》[1]特别报告强调，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而不是 2℃，要求到 2030 年全球人为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在2010

年水平上下降约 45%，并在 2050 年左右达到“净零”。作为 2006 年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2]的中国，在

2015 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承诺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

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快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尽早达峰，2016年国务院及各省先后发布了《“十三五”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以推动减排计划实施。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异质性导致碳排放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化

特征[3]，因此，科学认识碳排放时空分布规律及其驱动因素，对于科学制定各省份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因地制宜制定减排策略具

有重要意义。 

关于碳排放的研究，国内外重点聚焦于碳排放影响因素辨识上，研究多基于时间序列数据运用 STIRPAT 模型[4]、LMDI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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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灰色模型[6]等方法，分别从国家[7]、区域[8,9]、部门[10]等尺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能源强度[11,12,13,14,15,16,17,18]等因素均对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区域协同治理减排的提出，碳

排放空间溢出效应逐渐受到学者重视，从空间分异视角对碳排放的研究日益增多，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省域之间
[3,19]

、区域城

市之间[20]、县域之间[21]，碳排放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分异性，并且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关于空间分异驱动因素的研究，

学者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外商投资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环境管制等

社会经济因素不仅会对本地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同时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周边地区，是导致碳排放空间分异的主要因

素[22,23,24]。 

综上，关于我国碳排放空间分异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采用

空间计量模型，尽管基于空间相关视角，但是这种全局模型用于分析具有异质性的对象时，容易将研究对象的异质性掩盖，进而

导致结果被混合效应干扰产生错误结果[25]。因此，有必要采用更为专业的工具对异质性对象进行分析。王劲峰等[25]提出一种探测

空间异质性的方法：地理探测器。该方法不仅可以独立处理自变量及因变量，探索他们空间分布的相似性，还可以判断两因子是

否有交互作用，及交互作用的强弱及性质，被广泛应用于大气污染[26,27]、区域发展[28,29]、 

人口增长
[30]

等研究中，是空间数据探索性分析的有力工具。因此，本文将在揭示我国省域碳排放空间分异及空间聚集特征的

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索我国碳排放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以期识别不同省份碳排放的主导因素，进而正确认识我国

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为实现科学减排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我国 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碳排放空间分异状况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首先运用

ArcGIS10.3软件，分别对 2000 年、2005年、2010 年和 2017年各省碳排放量空间分异化特征进行归纳，然后分别运用全局及局

部自相关分析法对我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聚集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 30 个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社会数据，

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和 GeoDetector软件，探索各因素对我国省域尺度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并展开进一步分析。 

1.1.1 空间自相关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
[31]
，距离越近，事物的相关性越强。空间自相关通常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本文选用

Moran’sI 来计算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表达式为： 

 

式中：xi、xj分别为 i 省和 j 省的碳排放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为碳排放量的平均值。I 的取值范围为[-1,1]，绝对值

越大说明空间自相关越强。当 I>0 表示各省份碳排放分布趋于高—高聚集或低—低聚集，相反则趋于高低离散分布。 

全局 Moran’sI 指数的显著性通过 Z指标检验，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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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I)为 Moran’sI 的数学期望，Var(I)为 Moran’sI的方差。 

由于 Moran’sI 指数只能测算空间关联性，无法对局部的空间聚集特征进行识别。因此本文运用 Getis-Ord 指 数来识别

碳排放量的高值、低值聚集区，表达式为： 

 

式中： 为 的数学期望， 为变异系数。 显著为正则意味着该区域为碳排放的高值聚集区，即热点

分布区； 显著为负则意味着该区域为碳排放的低值聚集区，即冷点分布区。 

1.1.2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基于空间异质性，对空间数据进行分析的新统计工具。若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有重要影响，那么二者的空间分

布就具有一定相似性[25]。因此，通过探测自变量与因变量空间分布的一致性，可以探索自变量对因变量分布的解释程度。当样本

量小于 30时，地理探测器具有更高的统计精度，同时还可以克服传统计量回归不可避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地理探测器

对于变量交互作用的识别不仅局限于乘项交互，而是将各因子值和叠加后的值进行对比。地理探测器包含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

测、风险区探测、生态探测四个模块。 

不同省份碳排放值受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文献梳理及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城镇化

水平、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环境规制 8个影响因子。 

因子探测主要探测因变量的空间分异性，及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用 q值来表示，表达式为： 

 

式中：q的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说明因子对被解释变量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越强，N表示省份数量，h为探测因子分层

数，Nh表示层 h省份数量，σ
2
为全国碳排放量的方差， 表示层 h碳排放量的方差。 

交互作用探测首先分别计算两个因子 X1和 X2对 Y的 q值：q(X1)和 q(X2)，然后计算两个因子发生交互作用(叠加X1和 X2两个

图层相切所形成的新的多边形分布)的 q 值：q(X1∩X2)，并将其与 q(X1)、q(X2)值对比，以识别两个因子的相互作用是否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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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减弱对因变量的影响[25]。 

风险区探测主要检验被解释变量在不同区域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用统计量 t来检验，表达式为： 

 

式中： 表示 h内的属性均值，nh为子区域 h内样本数量，Var表示方差。 

生态探测通过统计量 F来比较两个因子对被解释变量空间分布是否有显著差异，表达式为： 

 

式中：NX1、NX2分别表示两个因子的样本量，SSWX1、SSWX2分别表示两个因子分层的层内方差和。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要的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采用 Shan 等[33]的调查结果，相比其他的数据集，该研究更接近于中国官方公布

的碳排放数据。其他经济、人口、产业结构等基础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1998—2018)》，

或者在以上数据基础上计算得出。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各省份的人均 GDP 及固定资产投资以 2005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地理探测器只能处理类型变量，因此，在分析前需基于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自变量进行离散化处理。 

2 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 

2.1 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及空间自相关分析 

首先，选取样本期内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7年的碳排放数据，借助 ArcGIS10.3 软件绘制不同年份的空间分布图

进行比较，进而归纳出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如图 1所示。 

可以看出，2000—2017 年我国碳排放呈现稳步持续增长态势，2000 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碳排放量少于 200Mt，其中二分之

一省份的碳排放量少于 100Mt。2005—2010 年增长态势最为显著。而到 2017 年，大部分省份碳排放量高于 300Mt，且排放量大

于 600Mt的省份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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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7 年中国碳排放总量(Mt)空间格局变化 

注：本图在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基础上制作而成，底图无修改，审图号：GS(2019)1822号。图2、图 3同。 

从空间维度看，碳排放量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00 年及 2005 年碳排放呈现“西低东高”“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

特征，而 2010 年及 2017 年碳排放逐渐呈现不平衡的空间分异特征，高碳排放区向东南及西北移动趋势日趋明显。具体来看，

2005 年高碳排放省份主要聚集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广东。2010 年新增了内蒙古、山西、辽宁、四川、湖北等地。2017

年新增了湖南安徽、浙江、新疆，并且 2010—2017 年内蒙古及江苏碳排放迅速增长，成为仅次于山东及河北的碳排放区域，新

疆也由低碳排放区发展为较高碳排放区。可以发现，河北、山东及江苏一直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较高区域，东北地区碳排放增长

较为稳定，中部经济区及长三角地区碳排放量增长趋势明显，此外，新疆及内蒙古逐渐成为新的高碳排放聚集区。出现以上现象

的原因可以归结为：(1)山东及河北依托资源优势，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大省，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河北承接了大量

来自京津的转移产业，导致能源消费及碳排放量大幅上升。(2)作为我国老牌工业基地，资源枯竭问题日益凸显，东北地区支柱

性工业产业下行，使其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下行局面，这也是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小的主要原因。(3)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中部地区依托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工业，推动产业承接，工业增速及消费增长均保持较高水平，同时也促进了碳排放

的增长。(4)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区域，经济及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该地区碳排放量随着能源消耗急剧增长。此外，长三

角一体化战略也推动了资源型产业逐渐向周边江苏、浙江、安徽等区域转移，能源消费也产生了相应的增长。(5)新疆及内蒙古

作为我国主要的煤炭资源富集区，近些年随着煤化工西移项目的稳步推进，成为我国主要的煤炭产区及煤化工产业聚集区，导致

近几年碳排放迅速增长。 

分别计算全局 Moran’sI 指数，可以看出 Moran’sI 均大于 0，且 Z 值在 0.01 水平上全部显著，说明中国省域碳排放有着

显著的正相关性特征，空间分布呈现高—高聚集或低—低聚集。 

2.2 空间聚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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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rcGIS10.3 计算各省的局部空间关联指数 Getis-Ord ，并进行可视化，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发现中国省域碳排放

热点分布大致相同，主要分布于华北地区的京津冀、山西、内蒙古，长三角地区以及山东、河南、辽宁，这也说明这些地区已经

形成了持续连片的高排放区域。但是冷点聚集程度却不断下降。 

具体来看，2000年的四川、青海及甘肃地区，由于区位及经济发展条件的约束，整体聚集于冷点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2005 年及 2010 年只有青海出现了明显的冷点，2017 年冷点已不存在，这也说明这些地区的碳排放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于热点

区域，从 2005 年起，内蒙古开始处于热点区域，与 2005 年相比，2010年热点区域没有显著变化，而 2017年随着环境治理力度

加大，热点区域呈现显著缩小趋势。 

3 碳排放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分析 

 

图 2 1997—2017 年全国碳排放冷热点空间分布 

选取 2017年省域碳排放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各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并对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高风险区

进行了分析。 

3.1 因子探测及交互作用探测 

通过因子探测可以获得各影响因子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并以 q值进行度量，q值越大，说明该因素对碳排放空间

分异的影响程度越大。 

8个影响因子的 q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作用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发展(0.6070)>环境规制(0.5768)>固定资产投

资(0.4567)>外商投资(0.4298)>城镇化水平(0.4160)>人口规模(0.4120)>能源强度(0.1715)>产业结构(0.0995)。由此可知，经

济发展是我国省域碳排放空间分布格局的主导因子，环境规制、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也发挥着关键



 

 7 

作用，而能源强度及产业结构在碳排放空间格局中发挥的作用最小。 

8 个因子在两空间交互叠加后形成了 28 对交互作用。可以看出，每一对影响因子交互作用的 q 值皆大于这对影响因子的任

一因子的 q值，其中有 12对交互作用的 q值大于两个影响因子 q值之和，说明它们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分布作用为非线性增强

型，而剩余 16对交互作用的 q值小于两个影响因子 q值之和，说明它们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分布作用为双变量增强型。 

具体来看，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交互作用的 q值最大(0.9328)，说明二者在空间叠加后对碳排放空间分布起主导作用，其次

为环境规制和能源强度(0.9035)，第三位为经济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0.8780)。此外，其他因子交互作用 q值普遍大于 0.7，也

有较强的交互作用。这也说明碳排放省域分布是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2 风险区探测 

首先运用 Jenks 自然突变分类法将碳排放的 8 个影响因子分为 6 个亚区，然后运用地理探测器得到了这 8 个影响因子在不

同区域的平均碳排放值。区域碳排放值越高，则说明该区域为影响因子的主要影响区域，即为高风险区。然后运用 ArcGIS10.3

将结果以地图形式展现出来，如图 3所示。 

可以看出，人口对碳排放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区域 6中，地图中该因子高风险区主要位于四川、广东、河南、山东、江苏。此

外，区域 5和区域 2对应的碳排放值仅次于区域 6，其中区域2主要集中于新疆、内蒙古、吉林、上海、重庆，区域 5主要集中

于河北、湖北、湖南、安徽。总的来说，人口数量越高的区域碳排放量越大。归其原因，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生活能源需求日

益增长，人类经济活动已经成为碳排放增长的主要诱因。 

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区域为 5区，主要位于内蒙古、重庆、福建。而位于区域 6的碳排放值尽管仍处于较高值，但是却低

于区域 5，在地图上主要位于辽宁、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这说明城镇化加速发展会导致人口不合理集聚，高

耗能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导致城市环境成为快速城镇化的牺牲品。而随着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及生产生活方式

的转变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增长。 

产业结构的主要影响区域为区域 2，集中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此外，区域

3和区域 5的碳排放均值水平仅次于区域 2，主要分布于天津、河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宁夏、浙江、湖南、广东。但

是对于产业结构水平最高的陕西，碳排放水平却仅次于最低值。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区域为区域 5和区域 6，集中于京津、内蒙

古及东南沿海省份。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碳排放水平也越高。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高投入、高消耗

的生产方式使经济面临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问题。 

能源强度的主要影响区域为区域 5，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山西、贵州。总的来说，区域能源强度越高，碳排放量也越高。

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依托资源优势，我国不仅发展了大量本土能源密集型产业，同时还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长期的能源资源

粗放利用导致较高的资源消耗，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排放物。 

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影响区域为区域 6，集中分布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这也印证了固定资产投资是促进碳排放增长

的重要驱动力。长久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结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发展刺激了能源消费快速

增长，进而推动碳排放量快速增长。 

外商投资的主要影响区域为区域 6，分布于天津、江苏、广东。此外可以发现区域 2也有着较高的碳排放均值，主要分布于

内蒙古、山西、贵州。这些省份依托丰富的能源储量，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区域，并且大部分投资行业为矿业。总的来说，外商

投资对碳排放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商投资企业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外商投资额不断增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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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7年的数据，外商投资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再加上较低的进入壁垒，使得外资在不断扩张的同时进一步

加剧了资源粗放利用，带来了环境问题。 

环境规制的主要影响区域为区域 5，分布于天津、山东。可以看出，从区域 1到区域 5，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强，碳排放

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对于区域 6即北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最大的省份，碳排放量却最少。这说明除北京外，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

强度整体上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抑碳效应。 

 

图 3风险因子分区及对应碳排放数量（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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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1997—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我国省域二氧化碳排放的时

空分布特征，并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空间分布来看，近年来我国碳排放整体上呈

现增长趋势，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具体表现为：初期呈现“西低东高”“北高南低”特征，而后向东南及西北移动趋

势日趋明显。碳排放冷点区域显著减少，热点区域没有显著变化，主要聚集于华北、长三角、河南、山东等地区。 

(2)因子探测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及环境规制均

与二氧化碳排放正相关，其中，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及固定资产投资是主要解释因子，产业结构的解释力度最小。(3)交互作用

探测结果表明，碳排放增长是社会经济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双因子交互作用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大于单因子的影响，其中

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交互效应最大，其次是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4)风险区探测结果表明，经济

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环境规制的高值区，碳排放量均处于较高水平。只有城镇化

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起到抑制碳排放的效应。总体来看，京津冀、山东、江苏、内蒙古、广东、四川等地区作为二氧化碳排放

的高风险区，是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针对碳排放呈现的空间聚集特征，加强区域尤其是高碳排放

区域合作减排势在必行，应推动区域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及环保治理合作，构建区域间污染核算体系，开展区域联合治理，实现互

利共赢。其次，针对碳排放呈现的显著空间分异，对于碳排放高值、高增长区域，必须重视碳排放绝对量的控制，同时不同社会

经济因素对不同区域碳排放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需因地制宜采取减排措施。如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内蒙古等富煤省份，

应以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为重心，积极推进煤炭清洁生产及低碳高效利用；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江苏等省份，应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拓展生产及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并且推进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调整。最后，对于目前

环境规制没有发挥有效碳减排效应的区域，应继续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建立严格政府考核标准，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工具，积

极引导企业创新投入向环保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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